朱子的国家哲学探微 by 谢晓东 & 邹秀季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
最高权威。这就是圣王的观念，它强调的是道统
与政统的合一。在尧舜禹文武周公时代，圣人和
王是重合的。不过在孔子之后，圣人与王之间出
现了分裂。即便是这样，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也
仍然具有道德的功能。那么，国家都具有哪些主
要的道德职能呢？在朱子看来，消极的目标是“去
其气质之偏、物欲之弊”所导致的“旧污”，积极目
标是“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言焉”。（《文集》
卷十五，《经筳讲义》，第692页）根据儒家对于圣
人的规定性，圣人应当是人伦道德的楷模。［23］所
以，国家的君主应当以身作则，也按圣人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24］ 一旦现实的君主不能做到这一
点，朱熹就认为应当采取“格君心之非”的措施
了。
3、治道与“格君心之非”。朱子“理一分殊”学
说的政治哲学含义就是强调作为“一”的君主的
极端重要性。对于朱熹来说，君主就是治道与良
好政治秩序的最为关键的中枢性因素，“天下之
本在君”［25］，“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
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文集》
卷十一，《戊申封事》，第590页）因此，君主的言行
对于一个道德化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故人
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
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文集》卷十
一，《戊申封事》，第590- 591页）在这种情况下，必
须保证君主之心的纯正。换句话说，就是要“革君
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做到“去人欲，存天
理”（《文集》卷四十五，《答吴德夫》，第2070页）。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做到 “正其心术以立纲纪”
呢？（《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第581页）
在朱子看来，只需要按照《大学》一书的“三纲领”
与“八条目”中所规定的来做就可以了。即从“格
物”、“致知”与“诚意”做起，君主的心就可以归于
正了。“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
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6］“国治”之日和“天下平”
之时就是道德国家的实现。
4、养民与教民。自孔子以来，“富之”［27］就是
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责。儒家的道德教化应当建立
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之上，故而孟子强调要“制民
之产”［28］。对于孔孟和儒家来说，养民重于教民。
［29］朱子继承了儒家传统的观点，所以他很重视国
家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比如正经界、改革赋
税制度、建立社仓与救荒等。［30］在注重民生的同
时，朱子认为国家必须承担起“教民”的职责。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造就高尚的人的道德目
的。
5、夷夏之辨。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国家的
目的在于道德方面。但是，儒教国家不可能存在
于真空之中，它还处于一个国家体系之中。儒教
国家实行孔孟之道，所以它是文明的象征。而周
围的国家和部族如果没有实行圣人之道，则它们
就是落后的蛮夷。从国家哲学的层面来看，夷夏
之辨强调了儒教国家对于外部的区别性和优越
性。所以，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国家必须“修政事、
攘夷狄”（《文集》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第573
页）；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用夏变夷”就是儒教国
家的外部责任，从这点来看，国家可能会具有外
部攻击性。［31］
从理本论、二重人性论等哲学思想出发，朱
子对中国传统的国家哲学进行了一番鉴别取舍，
进而阐发了自己的国家哲学，从而真正从哲学高
度论证了国家的起源、性质和目的等问题。诚如
钱穆先生所说，朱子不但“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
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
成”。［32］其实，在我看来，朱子的国家哲学同样是
集中国国家哲学之大成，从而具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1］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国家哲学”这一概
念指的是关于国家的哲学思考，而不是指一个国家的官方
哲学。就此而言，国家哲学与国家思想有较大的区别。故而
本文关于朱子国家思想方面的论述如经界、理财、德治和
兵制等就从略。另一方面，朱熹的国家思想，相对于前人来
说，创获也不多。就一个国家的官方哲学意义上的国家哲
学，《国家哲学论》一书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具体可以参见
任吉悌等：《国家哲学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中华书
局1983年版，第1页。除需要特别注明外，后文引用《四书章
句集注》均随文引。
［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
版，第5页。除需要特别注明外，后文引用《朱子语类》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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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引。
［4］《尚书·周书·泰誓》，转引自《孟子·万章上》。
［5］朱熹：《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苏氏纪
年》，第3388页。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第二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下文关于朱子文集的引用和注释全部来自《朱子全书》，并
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简称为《文集》。除需要特别注明
外，后文引用《文集》均随文引。
［7］“只是一个阴阳五行之气，滚在天地中，精英者为
人，渣滓者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为圣，为贤；精英之中
渣滓者，为愚，为不肖”。参见《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59页。
［8］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
166页。
［9］“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
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
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文
集》卷七十，《读大纪》，第3376页。
［10］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1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03- 208页。
［12］“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稟各有清
浊”。《朱子语类》卷四，第68页。
［13］［英］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自由论》，
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14］“臣闻昔者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
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序，朋友有信。又虑其教之或不从也，则命皋陶作士，明
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看来，国家强制力的存在是
针对不服从伦理教导的行为的。强制力是国家的根本特
征，而它也是由于道德的考虑才应运而生的。朱熹：《文集》
卷十四，《戊申延和奏札一》，《朱子全书》第二十册，第656
页。
［15］就此而言，朱子是赞成程颐“刑罚立而后教化行”
的观点。“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
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
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如果不是国家的强制力的存在和
使用，就会导致“善教无由而入”，即导致道德教化无法进
行。（《伊川易传·蒙》）而朱子的相关观点可参阅朱熹：《文
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第十四书》，《朱子全书》第二十二
册，第2099- 2101页。很明显，刑罚是国家的核心特征。上述
引证说明国家是实现道德教化的先决条件。
［16］“理，无有不善”，《朱子语类》卷四，第67页。
［17］《周易·系辞下》
［18］赵馥洁：《朱熹“理”的价值内涵》，《中国哲学史》
1997年第4期，第51页。
［19］［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商务印书
馆1995年版，第188页。
［20］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版，第325页。
［21］石元康：《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版，第2页。
［22］［加拿大］威尔·金里卡：《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
自由主义的中立性》，收入氏著《自由主义、社群和文化》一
书中文版的附录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45
页。
［23］“圣人者，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
［24］朱子改变了儒家传统对“皇极”中的“极”一词以
“大中”来诠释的做法，而是主张“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
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
者也。故以极为在中之凖的则可，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
《文集》卷七十二，《皇极辨》，第3454页。
［25］《朱子全书》第十三册，《通书注》，第108页。
［26］《大学》。
［27］《论语·子路》。
［28］《孟子·梁惠王上》。
［29］就此而言，颇有些不同观点。萧公权在《中国政治
思想史》（一）中的第二章《孔子》中认为，孔子有教民重于
养民的思想。萧氏的观点可参阅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版，第60页。而当代新儒家徐复观则为孔子辩护，他认为孔
子的思想应是养民重于教民，而以立教为第一的政府则是
极权主义的。徐的观点参阅徐复观：《释论语 “民无信不
立”》，《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八十年代出
版社1979年版，第193页。
［30］孟淑慧：《朱熹及其门人的教化理念与实践》，国
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2003年版，第174页。
［31］朱子认为自“古先圣王”以来，就“强本折冲，威制
夷狄”。《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三》，第637页。
［32］钱穆：《朱子新学案》（上），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
1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夏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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